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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浙、皖农户秸秆处理行为分析 

漆军     朱利群     陈利根     李群 

（1.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京 210095；2. 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

学院，南京 210095；3.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为了系统地研究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具有针对性地提出秸秆综合利用的合理政策

建议，本文以小农经济制度理性假说为理论基础，通过 Logit模型的建立，构建了农户秸秆处理行为模型，对苏浙

皖三省 473个农户样本的秸秆资源处理行为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秸秆焚烧行为主要受户主

年龄、禁烧补助以及农户对秸秆焚烧认知因素的影响；农户秸秆还田行为主要受禁烧政策执行力度、家庭生活能源

情况、秸秆还田意愿和还田技术指导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受农户出售意愿和附近是否有秸秆收购站点

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受农户出售意愿和附近是否有秸秆收购站点等因素的影响。为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效率，首先，要继续实行秸秆禁烧政策，并加强对农户的秸秆综合利用的知识宣传；其次，要加大对秸秆还田等综

合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完善相应的政策扶持制度；最后，要通过政府、企业及第三方组织等共同努力建

立健全的秸秆收储运体系。 

【关键词】秸秆；农户理论；处理行为；Logit模型；江苏；浙江；安徽 

1 引言 

农作物秸秆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用价值。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

世界前列，秸秆资源非常丰富，据统计，2013 年中国秸秆可收集量约为 8.3 亿 t，然而大量秸秆在农忙时期被露天焚烧或被当

作农业废弃物随意丢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引导和规范农户对秸秆

进行综合利用、减少秸秆焚烧和丢弃带来的负外部性效益，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采取疏堵结合等行政手段对农户秸

秆焚烧行为进行管制。秸秆集中焚烧问题虽有所缓解，但秸秆随意丢弃和阶段性分散焚烧现象依然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

费和严重的安全隐患，解决秸秆综合利用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难题。 

农户是秸秆综合利用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其行为受自身特征、认知程度以及当前的经济、技术、社会、环境、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农户对秸秆的处理行为将直接决定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动进程和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户秸秆综合处理行

为进行了研究，黄武等以利润最大化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江苏省农户秸秆处理行为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主要受到投入要素价格和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状况的影响
①
。吕杰等通过构建农户秸秆处置

行为差异形成机理分析框架，运用多项式 Logit 模型分析方法，对辽宁省 408 户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户主个体特征、家庭外出打工人数、人均耕地面积、家庭人均年收入、环境关注程度、技术指导、信息获取能力、公共基础设

施以及村距县城距离因素对农户秸秆处置行为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
②
。钱忠好等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费用负担、政府支持、农

民文化程度对农民秸秆利用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③
。刘勤等从局限转变角度构建 Logit模型，对农户秸秆还田采用行为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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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表明，补贴标准和农户还田认知度的提高都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④
。王舒娟等对农户出售秸秆决策行

为进行分析表明，市场条件、农户当前处置秸秆的方式、政府政策、同伴行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出售秸秆的决策
⑤
。而李明文

等研究则表明，水稻种植面积、地块集中程度、养殖畜禽或种植经济作物对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
⑥
。当然也有专家

对多个主体进行了研究，王典典等对农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从社会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对三者形成的“僵

化”三角进行优化，对解决秸秆焚烧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⑦
。此外，还有部分专家从其他角度对秸秆利用问题进行了阐述。郭利

京等采用通径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

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⑧
。檀勤良等利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影响农户意愿和行为的

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影响因素对农户秸秆供应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分析结果为促进意愿到行为的转化提

供了依据
⑨
。 

综上，目前对秸秆处理行为的研究比较单一，对综合处理行为研究也较为笼统，缺乏对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系统性地归类

分析，同时研究区域也较小。本文以中国稻麦轮作区农户为调研对象，以农户理论中郑风田提出的小农经济制度理性假说为理

论基础
⑩
，通过构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体系，并采用 Logit 模型对不同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依据分析

结果提出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2.1 数据来源 

（1）调研数据。本文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为研究区域，在 2015 年 3-5 月期间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区域内农户的秸秆

处理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在对农户进行秸秆处置行为及意愿的模型分析时的数据皆来源于对农户的调研问卷。由于本文主

要研究稻麦轮作区农户秸秆处置行为，故在江苏省选取苏中、苏南、苏北的南京（溧水区）、扬州（仪征市）、无锡（宜兴市）

和连云港（灌云区），在浙江省选取嘉兴（桐乡市）、湖州（长兴县）作为研究区域的代表区市，在安徽省选取蚌埠（龙子湖区）、

滁州（南谯区）（见图 1），所选区市均为苏浙皖较为典型的稻麦轮作区域。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515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47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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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计数据。本文各调研城市稻麦秸秆资源量是通过各市稻麦产量与草谷比系数进行换算而得，而各市稻麦产量分别来

源于《南京统计年鉴（2010-2014）》、《无锡统计年鉴（2010-2014）》、《连云 港 统 计 年 鉴（2010- 2014）》、《扬 州 统 计 年 

鉴（2010-2014）》、《滁州统计年鉴（2010-2014）》、《蚌埠统计年鉴（2010-2014）》、《湖州统计年鉴（2010-2014）》、《嘉兴统计

年鉴（2010-2014）》
○11 ~○18

。 

2.2 农户样本特征描述 

2.2.1 户主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及性别比例等。一般情况下，农户家庭中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实践经

验等代表着劳动力素质，并对家庭决策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户主作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考察对象。 

2.2.2 农户家庭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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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农户家庭人口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拥有块均耕地情况以及家庭使用生活能源情况等方面。一般而言家庭农业从

业人员和农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家庭，其对农业的依赖性就越强，因此更倾向于将秸秆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源进行处理，同时将秸

秆作为家庭生活能源的农户也会比较乐意对秸秆进行收集用作日常生活能源。而块均耕地则代表农户家庭耕地资源禀赋情况，

块均耕地越小，说明耕地越分散，农户对秸秆进行收储和运输的难度越大，农户就容易选择就地焚烧或丢弃的方式对秸秆进行

处置。 

2.3 样本区域稻麦秸秆产量特征描述 

草谷比是测算秸秆理论产量的一个重要参数。由于农作物秸秆资源具有分散性等特征，且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情况有

关。因而会导致不同地区同一作物草谷比可能不相同，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以及不同种植类型，其草谷比也不相同。同一地区

同种作物，其丰、平、歉年的草谷比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对农作物进行秸秆资源量测算时，一般同种农作物都采用统一的草

谷比系数进行估算。张福春等对中国 300 个农业气象试验站各种作物的收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了收获指数、草谷比和有

关的统计参数，其中水稻草谷比为 1.323、小麦为 1.718
○19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故本文采用其研究成果进行秸秆资源量的估算。

计算公式为: 

 

式中 P 为某一地区某种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W 为某一地区某种农作物的产量，表 1 和表 2 分别为各调研城市 

2010-2014 年每公顷水稻和小麦的产量；B 为某一地区某种农作物秸秆的草谷比。表 3 为 2010-2014 年各地区稻麦秸秆年均单

位面积产量的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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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据表明，苏浙皖三省不同稻麦轮作区域稻麦每公顷产量有所不同，但总体差异不大。每公顷水稻产量苏浙两省相对

更高，而每公顷小麦产量则表现为安徽地区较高。因此对应的秸秆资源产量则体现为苏浙地区水稻秸秆每公顷产量高于安徽地

区，而小麦秸秆每公顷产量则是安徽地区高于苏浙地区。 

 

2.4 样本区域稻麦秸秆处理方式描述 

农户对秸秆处理方式的选择受当地政府政策、农业产业结构、生产行为习惯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从表 4

对各地区稻麦秸秆处理方式的统计数据看，不同稻麦轮作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总体差异不大，均主要以秸秆还田和秸秆做柴火

为主。秸秆处理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秸秆还田方面，安徽地区农户秸秆还田比例明显高于苏浙地区，原因可能是安徽地区水稻

秸秆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低于苏浙地区，原因可能是安徽地区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程度相对较低，除还田外的其他秸秆综合利用

方式相对较少。因此在禁烧环境下，安徽地区的农户只能更多的选择秸秆还田的方式来处理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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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3.1 理论基础 

郑风田提出的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理性行为是

家庭效用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而在半自给自足的制度

下，小农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农民理性行为具有双重性
⑩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户都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

即农户的生产行为受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而本文旨在研究目前秸秆禁烧政策下农户秸秆处置行为的影响因素，

因此将“理性小农学派”的理论研究观点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3.2 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体系分析框架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其行为首先会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同时还受到自身及家庭等自我因素的影响以及政

府、企业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制约。本文将农户对秸秆的处理行为分为主体、行为和结果三类的分析框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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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户秸秆焚烧、丢弃行为。农户为减少秸秆的处理成本而选择将秸秆焚烧或丢弃，从而将自身的处理成本转移，但是

这类行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效应。 

（2）农户秸秆自处理行为。包括秸秆作柴火、秸秆制沼气、秸秆饲喂牲畜、秸秆还田等。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

提高和农村能源结构的改变，农户将秸秆用于柴火、沼气原料和牲畜饲料的量较少且呈逐年降低的趋势，而秸秆还田作为一种

新的秸秆处理方式正逐步被农户所接纳，因此本文将秸秆还田作为农户秸秆自处理行为的代表进行研究。 

（3）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农户通过出售秸秆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将直接影响秸秆利用产业的发展。 

3.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3.1 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 Logit 二元选择模型作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分析模型，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 yi 为因变量，代表农户的各类秸秆处理行为，包括秸秆焚烧丢弃、秸秆还田和秸秆出售；p(yi=| X)为某种秸秆处理

行为发生的概率；xi 为各自变量；X 为自变量向量，代表影响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诸多因素，主要有农户家庭基本特征、户主

个体特征以及可能影响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外部因素（例如关于秸秆处理的技术指导、政策补助和处罚、企业收购站点等）；B 代

表待估参数向量；i 表示观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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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的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模型似然比卡方检验，即检验模型中所有预测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都为零，

换言之，它描述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是否解释了因变量的部分变异；STATA 输出 LR chin2 的取值越大，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

反之亦然。二是统计量伪判定系数 R2，评价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能力，以此来判断模型效果的统计量，取值越大，

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
○20
。 

3.3.2 变量定义与说明 

本文从农户对秸秆处理行为体系出发，将农户秸秆处理行为归为焚烧或丢弃、还田和出售三类。为了研究不同的秸秆处理

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将这三类处理行为定义为因变量 yi。同时参考农户行为理论相关文献，将影响农户对秸秆处理行为的因

素分为户主个体及家庭基本特征和其他影响因素两类。其他影响因素为政府、企业等社会影响因素，按照农户对秸秆的处理行

为进行归纳，所有影响农户对秸秆处理行为的因素被定义为自变量 xi。户主个体特征为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程

度等。家庭特征变量为耕地分散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年轻人参与农事情况、家庭生活能源情况和牲畜秸

秆使用情况等。农户秸秆焚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农户对秸秆焚烧的认知程度、政府禁烧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禁烧补助情况

等。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户的还田意愿、是否具有还田补助、是否有还田技术指导以及家庭是否具有还田

机械等。农户秸秆出售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农户秸秆出售意愿、附近是否有秸秆收购点和耕地分散程度等。将这些影响农户秸秆

处理行为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对农户秸秆处理行为进行模型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具体得出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

提出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建议。模型中变量的具体定义与说明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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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及分析 

本文针对稻麦轮作区农户三类主要秸秆处理行为建立多项 Logit 模型，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6。从模型总体拟合优度看，三

个模型都非常显著，“秸秆还田”、“秸秆焚烧或丢弃”和“秸秆出售”各模型稳健标准误的似然比检验卡方值分别为 144、95 和

722，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总体上拟合效果非常好。从自变量来看，多数变量的发生比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也基本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具体结果可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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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农户秸秆焚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秸秆焚烧行为主要受户主年龄、农户对秸秆焚烧的认知、焚烧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是否具有焚烧补助等因素的影响。

其中户主年龄对秸秆焚烧有正向影响，且达到了 5%的显著水平。说明户主年龄越高，就越倾向于对秸秆进行焚烧，这是因为户

主年龄越高其劳动能力低，对秸秆进行综合处理的行为能力较弱，因此他们会优先选择秸秆焚烧的处理方式。农户对秸秆焚烧

的认知和秸秆禁烧政策的执行力度都通过了 1%的显著水平，农户对秸秆焚烧的认知程度对农户秸秆焚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

秸秆禁烧的执行力度对农户的焚烧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如果农户认为秸秆焚烧会带来很大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同时认为就算没

有政府的禁烧政策也不应该焚烧秸秆，其秸秆焚烧行为就会不禁而止，这就需要农户具备较高的公共环保意识和文化素质。秸

秆禁烧政策的执行力度主要体现在当地政府有没有明令禁止农户不准焚烧秸秆、在农忙期间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到现场对农户秸

秆焚烧行为进行监察，以及秸秆焚烧行为发生后农户是否会得到一定的行政或经济处罚等几方面。调查发现，禁烧政策执行力

度较强的地区出现秸秆焚烧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相反，许多农户反映现在不焚烧秸秆完全是因为怕受到政府处罚。虽然禁烧

补助对农户秸秆焚烧行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农户秸秆焚烧依然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秸秆补助政策对于农户禁烧秸秆具

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且调研发现没有禁烧补助地区的农户对政府禁烧政策的抵触心理较有补助地区农户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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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秸秆还田行为主要受家庭生活能源情况、禁烧政策执行力度、秸秆还田意愿和还田技术指导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生活

能源情况和禁烧政策执行力度都通过了 5%的显著检验，其中生活能源情况对农户秸秆还田具有负向影响，即在其它同等情况下

将秸秆作为生活能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秸秆不还田，这是因为农户选择将秸秆作为家庭能源一方面能够降低家庭购置其它生

活能源的成本，同时也能节省还田的机械成本。而禁烧政策执行力度则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政府禁烧政策执行

力度越强，农户就更趋向于选择秸秆还田的处理方式。调查得知，在当地政府明令禁止焚烧秸秆且具有相应处罚的政策环境下，

农户焚烧秸秆的风险和成本加大，因此农忙时期为了更加便捷地处理秸秆，农户更愿意选择秸秆机械还田。此外，秸秆还田意

愿和还田技术指导分别达到了 10%的显著水平，且都对农户秸秆还田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还田意愿越强则越趋向于选择秸秆

还田方式对秸秆进行处理，而还田意愿取决于当地政府对还田技术的宣传、农户对还田技术的认知、对还田收益的预估、家庭

年轻劳动力情况以及周围农户有无还田行为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还田技术的指导能够帮助农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这项技术，

提高农户对还田技术的认识，从而更加愿意接受这项技术，调研发现，很多农户表示对秸秆还田技术一无所知，因此对采用这

项技术的积极性非常低。 

4.3 农户秸秆出售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秸秆出售行为主要受农户出售意愿和附近是否有秸秆收购站点等因素的影响。二者都对农户秸秆出售行为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都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调查发现目前农户出售秸秆的意愿都非常弱，数据统计显示仅有 9%的农户在近几年有过

秸秆出售的经历，且其出售秸秆的行为不具有稳定性，农户普遍反映出售秸秆利润极低甚至得不偿失。目前秸秆的收购价格为

（0.2~0.3）元/kg，合计每亩秸秆可获得约 100~150 元的收益，根据农户反馈信息得知收集和运输一亩地秸秆大约需要中年劳

动力每人 1 天左右的时间，而现在中年劳动外出务工的收入基本在 120 元以上，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运输工具和储存设备，

因而农户出售秸秆的收益极不乐观。调查还发现，出售秸秆的农户基本都是在有人上门收购或村附近有秸秆收购点的条件下进

行的，很少有人会将秸秆运输到县城或更远处进行出售。总而言之，秸秆出售的便利程度和出售的收益大小决定了农户出售秸

秆意愿的强弱，从而影响农户的秸秆出售行为。此外，农户出售秸秆行为还受耕地分散程度的影响，虽然耕地分散程度因素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对农户出售秸秆行为仍有正向影响。对于农户而言，耕地越分散其收集和运输秸秆的难度就越大，花

费的时间也越多，收集成本相应增加。因此耕地越分散，出售秸秆的收益就越小，农户就越不愿意选择出售秸秆。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近年来秸秆焚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政策来限制秸秆焚烧行为，同时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发

展。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对农户三类秸秆处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现阶段中国秸秆焚烧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意愿不强，秸秆综合利用效率依然较低。 

（2）（2）不同稻麦轮作区秸秆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原因是不同区域稻麦秸秆亩均产量、秸秆产业化利用水平、

技术推广及使用情况和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 

（3）通过对三类不同农户秸秆处理行为进行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①户主年龄以及户主对秸秆焚烧危害认知程度对农

户秸秆焚烧行为的影响为正，禁烧政策执行力度和是否有禁烧补助对农户秸秆焚烧行为的影响为负；②家庭是否将秸秆作为生

活能源对农户秸秆还田的行为影响为负，禁烧政策执行力度、农户秸秆还田意愿和秸秆还田技术指导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

响为正；③农户秸秆出售意愿和附近是否有秸秆收购站点对农户秸秆出售行为影响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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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策建议 

根据农户不同秸秆处理行为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 

（1）必须继续实行秸秆禁烧政策，同时注重对农户进行秸秆焚烧危害知识的宣传，并通过加大和完善对农户秸秆禁烧的补

助政策来提高农户秸秆禁烧的积极性，减少秸秆焚烧到来的外部负效应。 

（2）要加强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让农户能够清楚的了解和掌握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技术，根据不

同地区实际生产情况来研发和推广适合当地进行秸秆还田等秸秆综合利用处理的农用机械，并完善相应的政策扶持制度，根据

当地农业发展情况对农户或农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助，让农户能够受益于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从而增强农户对秸秆进行综合利

用的意愿。 

（3）要通过政府、企业以及第三方组织等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秸秆收储运体系，一方面要推进秸秆收集机械化作业，降低

秸秆收集过程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要根据秸秆利用企业的生产情况合理布局秸秆储存点的建设，既能方便于农户出售秸秆，

又有利于企业收购秸秆和降低秸秆进厂成本，最终促进秸秆利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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